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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公司法》第２２条规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２０２３年修订的《公司

法》未对该部分进行改动。但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务中被法官援引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规范数目

大、范围广，且远远超越了实证法对决议无效事由之“内容违法”的限定。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成

为令人瞩目并担忧的现象。司法实务中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张的路径主要有四种，即基于法律行为

规范、“权利保护”与“禁止滥用权利”规范、程序性规范和职权规范的扩张。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

现象既有其实务根源，也有其制度根源。我国决议瑕疵制度立法应引入“权力瑕疵”这一认识论框架，

并明确“决议机关绝对越权作出决议”为决议无效之事由。

关键词　公司决议　决议瑕疵　决议无效　公司权力

一、引　　言

经过数载沉淀与打磨，中国公司法第五次修订于２０２３年末完成。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２０２３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并宣布其将于２０２４年

７月１日起生效。公司决议效力制度方面，虽有部分创新，但整体来看《公司法》保留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和

２０１８年公司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原《公司法》”）的既有成果。其第２５—２７条分别规定了“决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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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决议可撤销”“决议不成立”三种决议瑕疵类型。这也标志着自《公司法解释（四）》颁布后形成

的决议效力瑕疵的“三分法”〔１〕格局正式被立法接纳。关于决议无效，《公司法》第２５条承袭了原

《公司法》第２２条，其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学者为

了避免决议无效的情形不当地扩大化，通常会将决议无效的事由限制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

力性强制规定”。〔２〕然而，即使依照学理对其语义进行限缩，公司法的寥寥数语依然难以解决问题，

即究竟对哪些效力性强制规范的违背会导致公司决议无效，这是其作为“转介条款”自身无法回答的。

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不完全规范”，其功能不在于与其他规范的要件结合构成“完全规范”，而在于通

过参引其他规范，为决议无效提供裁判依据，〔３〕而转介的终点却无法通过研读条文本身获知。

实际上，无效制度的解释学难题并非公司法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生效之前，《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为

了防止法官面对这一宽泛规定时无所适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两部司法解释。其中，《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１４条首次将“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概念引入我国法律体系。然而，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比《合同法》第５２条中的“强制性

规定”清晰多少。对“何为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的追问也亦步亦趋地演变为“何为导致合

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民法典》生效之后，立法者借助提取公因式的技术，将“合同无效”

的规则抽象为总则中的“法律行为无效”，其第１５３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立法者吸纳了司法

解释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将“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规范”排除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家

族。通过语义分析，我们只能得出类似于“法律行为无效的规范依据是‘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强制

性规定’”的结论。由此可见，即使《合同法》颁行至今已有二十余载，我国在法律行为／合同无效认

定方面依然在上述循环论证的逻辑谬误中打转。

至少从语词选用角度观察，公司法在决议无效制度方面并未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与《合同

法》和《民法典》相比，“强制性”这一定语甚至都未被置于“法律、行政法规”之前。即使几经修订，

公司法都一直保留着“内容违法、决议无效”的朴素观念。可想而知，上文论及的解释学难题必然

会在公司法适用中卷土重来，商事审判依然要解决“哪些规范可以作为判决决议无效的裁判依据”

的问题。同时，我国法律行为／合同无效制度的发展史也向商法研究者提出了警告：沉湎于“效力

性”“管理性”“强制性”的文字游戏，就如同加缪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注定徒劳无功。

二、“三分法”格局下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
〔４〕的实证考察

（一）“三分法”格局下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概览

本文的样本案例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和“威科先行”三个数据库。在检索条件

·８４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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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峰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适用专题讲座》，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９页。

参见朱慈蕴：《公司法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７页；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

释与完善———兼评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４～９条规定》，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８０页；李建伟：

《公司决议瑕疵类型及其救济体系再构建———以股东大会决议可撤销为中心》，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总第

１５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６页。

参见朱庆育：《〈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５４页。

本文使用的“规范基础”一词系指在某判决文书的说理部分被法官援引作为其判决决议无效之依据的法

律规范。



设置上，笔者将检索范围定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之内，并以“公司法第二十二（２２）条”和“无效”

分别作为检索的关键词；同时，将搜索字段限为“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部分。检索时间范围为：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５〕

经过初步筛选，共有６５９个案件判决决议无效，笔者归纳了这些案例中被法官援引作为决议

无效基础的规范，并将其中被引用频次前十位的规范列式如下：

表１　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归纳表

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归纳表

商　法　规　范

条　　文 频次

原《公司法》第４１条 ７６

原《公司法》第４３条 ７３

原《公司法》第２０条第１款 ６３

原《公司法》第３７条 ５８

原《公司法》第４条 ４３

《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７条 ４１

原《公司法》第４２条 ３８

《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 ２７

原《公司法》第３４条 ２５

原《公司法》第７１条 １５

民　法　规　范

条　　文 频次

《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项 ７２

《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２项 ２１

《民法典》第１４６条 １１

《民法典》第５条 ９

《民法典》第３条 ８

《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４项 ８

《合同法》第５２条第５项 ８

《民法典》第１５４条 ７

《民法典》第１５３条 ６

《民法典》第１７１条 ６

其他法律法规

条　　文 频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

４条第４款
２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

条例》第２０条
２

《公 务 员 法》第 ５９ 条 第

１６项
２

《会计法》第９条 ２

《会计法》第４条 １

《会计法》第３３条 １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４２条 １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

３条
１

《建筑法》第７条 １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

６条
１

　　（二）公司决议无效案件之特征归纳

１．规范基础选用：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

总体来看，被法院援引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范围很广，包含各个门类，既有公法规范，又有私

法规范。各部门法中共有１４１条被援用，仅公司法内部，数量就多达７７条。除了典型的引用原《公

司法》第１６６条等规范进行裁判的案例，司法实务中还存在着大量判决，其所认定的决议无效事由

已经超越了公司法对无效决议“内容违法”之限定。笔者以“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来指称此

种现象。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民法规范在决议效力纠纷中应用甚广。被援用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民法规范又可以被

分为两类：一是“一般规范类”，它们通常不涉及具体制度，仅规定适用于私法各部门的共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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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以《公司法解释（四）》的生效日期为起始日是因为该司法解释首次将决议不成立作为独立的决议瑕疵类

型，“三分法”格局在制度层面初步形成。



如《民法典》第３、４、６条等原则规范。这些规范有时单独被当作裁判说理的实质性依据；〔６〕但大

部分依然选择将其作为说理的补强，与其他规范组合适用。〔７〕二是“具体制度类”，如《民法典》中

的法律行为规范。其中，表决权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决议无效最常见的事由，法官常以此为据，

适用《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项判决决议无效。通说认为，我国私法立法体制采民商合一模式。〔８〕

民法规范被纳入决议效力评价之规范体系本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唯在民事一般法与商事特

别法规定有所不同时，要注意“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方法之约束。〔９〕具体到决议效力

层面，位于《民法典》“总则编”的法律行为规范相对于《公司法》相关规范，应当处于补充适用地

位。〔１０〕然而，如后文所述，本文样本案例中大部分对于民法规范的适用不仅未满足特别法优先的

法律适用要求，还可能扭曲组织法既有的规范性考量。

第二，实务中有相当数量的法院将程序性规范（如原《公司法》第４１、４３条）与原《公司法》第

２２条组合适用判决决议无效。〔１１〕作为典型程序性规定的原《公司法》第４１、４３条能居于（以内容

违法为要件的）无效决议之规范基础引用率榜单的前两名，本身就颇有错位之感。这种处理方式

忽视了原《公司法》第２２条的限定，对于程序性规范如何逻辑地与该条款中“内容违法”的要件相

结合，笔者尚未见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此外，若不将视角局限于“程序性规范”，可以发现被判决

无效的案件中，绝大部分（共５８７件）在其案件事实中均存在“程序瑕疵”，除了借助程序性规定本

身，法官还可以通过法律行为理论等诸多手段判决相关决议无效。程序瑕疵、程序性规范与决议

无效在实务中关系紧密。但作为决议无效事由的程序瑕疵如何与公司法中的决议无效的法定要

件相协调，依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三，部分判例中存在的“向一般条款逃逸”的现象也进一步助长了决议无效基础的扩大化倾

向。法律原则属于法律规范的一部分且在整体上展示着法典的精神风貌，司法者自然应当受其约

束。但是，法律原则的抽象性决定了其适用与法院高度自由裁量存在天然的关联，基于其做出的

裁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如果不对该自由裁量进行限制，很容易将原则裁判导向肆意裁判。〔１２〕有

法律规则时优先使用规则，仅在规则不敷使用时，才可适用法律原则，此系法律适用论的基本要

求。但依笔者观察，多数适用法律原则判决决议无效的案件并未达到上述标准。如在（２０１９）冀

１０８２民初８４３６号案例中，被告公司伪造原告（股东）的签名，擅自转让其股权。通常来讲，公司在

股权转让过程中仅负有配合变更登记等消极性义务，其并非股权转让的主体。股东会显然无权在

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处分其股权。法官本可援用原《公司法》第３７条，甚至是原《公司法》第４条作

为裁判依据。吊诡的是，本案法官直接绕开了组织法规范，转而诉诸诚实信用原则并依据《合同

法》第６０条判决决议无效。〔１３〕本案判决显然没有达到“穷尽规则方能适用原则”的要求，也很难

解释作为“合同履行原则”的《合同法》第６０条为何能单独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２０１８）吉０１０２民

初４１４５号案例之事实部分与前例基本一致，但诚实信用原则并未受到该案法官的青睐，其转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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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沪０１０４民初１５８４０号。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１０８民初４６５７７号。

参见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页。

参见王保树：《商事通则：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３７、３９页。

参见钱玉林：《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论》，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５１页。

示例参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鲁１３民终６７９９号。

参见陈景辉：《原则、自由裁量与依法裁判》，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１２１页。

参见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冀１０８２民初８４３６号。



据原《公司法》第５条———“合法经营原则”，判决决议无效。〔１４〕以法律原则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

主观性与随意性，也由此可见一斑。诚然，伪造签名的行为难称“诚信”或“合法”，但在已有具体规

则可资援用时，其仅能作为辅助论证工具。单以抽象的原则为无效依据难免会因其打击面过广而

使无效基础过分扩张。

２．司法适用：（部分）司法裁判权行使不当

（１）法官造法

法官造法活动大多发生于案件事实部分存在程序瑕疵的样本中。“造法”主要表现为法官在

裁判理由部分所创造的“决议有效要件”（一般可概括为“程序符合法律和章程”），后再以涉案事实

不合上述要件为由判决决议无效。如在（２０１９）鄂１２８１民初７５６号案例（“赤壁陆水河航电开发有

限公司案”）中，法官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公司股东实际参加股东会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１５〕因此，公司未通知

原告参会的行为导致决议无效。裁判者基于实质正义的考量，在撤销除斥期间已过的情况下，创

设了“程序合法”之决议有效要件。实务中，依循类似论证模式认定决议无效的案件不在少数，〔１６〕

甚至有法官创造性地区分出 “一般程序瑕疵”与导致决议无效的“严重程序瑕疵”。〔１７〕

然而，受我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判例在中国司法裁判体系中一般不被视为法

源。〔１８〕法官造法的正当性在我国并非不证自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对法官职责的一般定

位为“适用法律、居中裁判”。尽管将法官视为机械的法律适用者之立场早已不合时宜，两大法系

均在现代不同程度地承认了法官造法的合理性，但如何家弘教授所述，我国司法者“不能突破立法

的宗旨去造法，而只能在现行立法的精神和原则范围内，对立法内容进行解释和补充，以解决审判

中的难题”。〔１９〕但前引案例中为法官所创造的“决议有效要件”及其所附带的程序合法性要求则

轻率地突破了公司法对决议无效事由的限定以及立法者对决议无效制度适用之谦抑性的考量。

比起直接援用程序性规定，法官造法的进步之处或在于其自洽地指明了决议效力瑕疵的根源。但

该根源本身并未获得立法价值的认可甚至还与公司法规则的意旨相悖，此类造法活动的合法性也

就随之存疑。

（２）裁判文书说理不精、主观性较强

笔者所谓之“不精”，主要意指实务中部分法官说理不清或不足，裁判理由与引用规范脱节，导

致裁判文书的阅读者无法将案件事实与规范要件建立有效联系。此类规范基础滥用现象五花八

门，难以穷尽列举。典型者如“将伪造签名的认定为无权代理”〔２０〕或“以《民法典》第１３６条作为决

议无效的基础规范”〔２１〕，更有甚者仅在说理部分言及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相关规定”就直接

认定决议无效，而对其所援引的规范之要件如何被案件事实所充足未置一词。〔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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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吉０１０２民初４１４５号。

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鄂１２８１民初７５６号。

示例参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吉２４民初５２４号；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浙０１０６民初２２８６号。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苏０２１３民初６１７１号。

参见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２７９页。

参见何家弘：《论法官造法》，载《法学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１４２页。

参见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甘０１１１民初１８１７号。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陕０１１６民初９０００号。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内０９２９民初９５６号。



在案情方面，上举案例之间可能并无关联，其共性在于：案件事实与适用规范之间的“失联”导

致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几乎完全脱节。法官未以精湛的法律论证来证立自己结论的合法性，而是

以一种近乎专断的姿态宣示裁判结果。这样的做法恐难取信于社会公众。

（三）小结

商法学通说以无效为最严重的瑕疵类型，并冠之以“当然、自始、绝对、确定”四大特征。〔２３〕因

此，为了体现对公司自治的尊重，决议无效应当是罕见的。学者对决议无效之事由也常有归纳式

列举，如朱慈蕴教授认为，违反股东平等原则、违反董事／监事选举规则等十项原因会导致决议无

效。〔２４〕立法者也悄然接纳了这一立场，将决议无效事由严格限定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司法实践所展示的图景则与理论研究结论颇为不同。法官不仅摘掉了原《公司法》第２２条中

内容瑕疵的“紧箍咒”，也罔顾学界对无效制度适用之谦抑性的告诫，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程序瑕

疵、违反章程等要素通通纳入决议无效制度的辖区。在裁判基础规范选用方面，法官各显神通，法

律行为规范、组织法中的程序性规范、权利保护的一般规范乃至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均赫然在列。

决议无效事由扩大化已然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路径及其

审视———以规范为中心展开

　　通过实证研究，读者大抵会对决议无效的规范基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产生模糊的初步认知。

本部分，笔者将以规范（或“规范群”）为中心，对决议无效基础扩大化这一现象进行具象化分析。

受篇幅所限，此处笔者仅择实务中较为常见，或乍看与解释论立场存在龃龉之处的裁判路径作为

分析对象。相反，违反原《公司法》第１６６条进行利润分配、违反《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７条解除股

东资格等决议无效，它们虽然典型，但理论与实务中争议较少，且其各自为政，难成大类，故不再

赘述。

（一）基于“意思表示规范”的扩张

《民法典》颁布后，许多学者认为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得到了实证法的认可，并以《民法典》第

１３４条第２款作为其解释论依据。〔２５〕此立场也为立法者所采。〔２６〕在法律适用方面，此立场直接

开辟了法律行为规则在决议效力纠纷中适用的空间与可能性。但即使持决议属于法律行为之观

点的学者也通常认为，决议属于特殊的法律行为，“不能简单套用合同行为法律规范对公司决议行

为做效力规制”。〔２７〕而法律行为规范在决议纠纷中适用的具体场景和限度如何，尚属于民商法理

论与实务未尽之事业。

１．公司决议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

在民法规范中，《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项被引用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频次最高。该条款要求

“有效”的法律行为需具备“意思表示真实”要件。依笔者观察，实务中适用该条判决决议无效案件

的通行思路为：（１）决议存在程序瑕疵（如通知瑕疵）；（２）该程序瑕疵导致决议的内容无法反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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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范健、王建文：《公司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３９页。

见前注〔２〕，朱慈蕴书，第２７８页。

如参见王雷：《〈民法总则〉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３页；

殷秋实：《法律行为视角下的决议不成立》，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５６页。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２０页。

见前注〔２〕，王雷文，第１６９页。



前述程序瑕疵所累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３）决议属于法律行为，且《民法典》第１４３条规定，仅“意

思表示真实”的法律行为“有效”；（４）决议因不具备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无效。以（２０１９）川

０５０３民初２４５４号案例（“王某案”）为例。被告昌华公司在没有通知原告王某（被告公司的股东兼

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召开股东会，决议免除了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后经司法鉴定机关鉴定，

决议文件中“王某”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在裁判说理部分，法官认为原告并未参会且对决议内

容不知晓，其签名也系伪造。该决议难以反映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决议。〔２８〕笔者认

为，如本案一般适用《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项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就《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的文义而言，其仅界定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但不具备有效要件

并不等同于无效。在法律行为制度体系内，可撤销、效力待定、无效均是对“非有效”的规范性表

达。王某案所展示的裁判路径贸然将非有效解释为无效，不仅存在逻辑上的断层，也与无效制度

适用的谦抑精神背道而驰。

第二，就法律适用方法而言，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为理论与实务之共识。但是依据笔者

观察，大部分援用《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的案例并未达到穷尽特别法的要求。以王某案为例，原告起

诉时虽然已过原《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２款规定的主张撤销决议的法定除斥期间，但是，未通知参会

和伪造签名未必不可以纳入《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第５项“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中。笔

者认为“未通知参会”并不比该条列举的其他程序瑕疵更轻微。因为被通知参会是股东赶赴会场

行使投票权的基本前提，是“股东大会召集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实现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方

面。〔２９〕本轮公司法修订中，《公司法》专门为“不通知参会”情形设置了特别除斥期间，也不失为对

参会通知行为之重要性的印证。〔３０〕该案中被告系故意不通知原告参会，在当时的规范语境下应

属于《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兜底条款的涵摄范围。

２．公司决议效力纠纷应慎用意思表示规范

民法中的意思表示规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行为法规则，公司法的决议效力规范则是以团体为

本位的组织法规则。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范判决决议无效之路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评价对象错

位。个人本位的规制理念决定其注定会着力于对原子化的个体（如表决权人）的意思表示进行效

力评判。可是一个典型的决议是牵涉公司内部多主体的复杂程序，其中不仅有表决权人的“意思

表示”，还包括大量不具有意思表示属性的行为，如主持、记录、提案等。当法官带着个人本位的滤

镜来审视组织决议效力时，难免会以偏概全。“错位”也由此产生。在决议阶段，作为法律行为规

则的适格评价对象———“公司意思表示”，因缺乏公司的“表示行为”而尚未产生。因此，意图适用

意思表示规范的法官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在此阶段已从事“表示行为”的表决权人身上，王某案即为

示例。

基于意思表示规范的路径亟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在评价对象方面，从“表决权主体意思表

示不真实”到“公司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跨越如何实现？实务中已有判决有意区分团体意思形成

与个体意思表示，〔３１〕未必不能看作是对王某案所展示的裁判路径无声的反抗。第二，表决权人的

“表意瑕疵”并非仅在未被通知或伪造签名的情形下存在，对决议议案内容之理解错误或在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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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川０５０３民初２４５４号。

参见钱玉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５、１７９页。

参见《公司法》第２６条第２款。

“虽然孔某某、吴某某二人持有嘉和居房产公司的相应股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孔某某、吴某某二人所作出

的决策过程就等同于召开了股东会会议，也不意味着孔某某、吴某某二人的意志即可代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新民再１５１号。



达阶段的错误，均可导致其意思表示被认定为“不真实”。它们是否均可作为决议无效之事由，不

无疑问。〔３２〕更有甚者，对已通过决议投反对票的表决权人是否也可依此理论主张决议无效？如

果不能，则必须要解释，同样作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为什么程序瑕疵导致的不真实可以被决议

瑕疵制度救济，而发生理解错误的或投反对票的表决权人却不能主张该救济。第三，该路径无法

正当化其对组织法既有规范考量的扭曲效应。公司法将决议无效事由限定为“内容违法”。但如

王某案一般，以该条款为决议无效规范基础的案件事实基本均为程序瑕疵。通过提高适用规范的

抽象层级，即从“决议”到“法律行为”，法官巧妙地绕开了前述公司法限制并将程序性规定引入了

决议无效的规范基础之中。虽难称严丝合缝，但这大体可以解释为何《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２项和

原《公司法》第４１—４３条的引用率可以同时跻身被引用率排名榜单之前列。但这种对公司法规范

的忽视与架空行为的正当性，在“特别法优先”的基本逻辑下还有待论证。

事实上，组织法已经为此类“意思表示不真实”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认识论框架，即正当程序或

民主原则。决议对程序的严格规制及其背后所渗透的“议事民主”是法律行为难以触及的领

域。〔３３〕笔者认为，表决主体的意思虽然并非与决议效力毫无关联，但由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行为

（如王某案中的通知瑕疵）所致的个体意思表示不真实，已经被组织法的决议瑕疵制度所覆盖（如

决议可撤销或决议不成立）；非由决议程序瑕疵导致的“个体意思表示不真实”并非决议瑕疵制度

救济的对象。表决权人不能单独以其理解错误为由主张决议存在瑕疵；生效决议的反对者也不能

因决议内容不符合其意思而提起决议效力瑕疵之诉，正是这一道理的体现。因前者非程序瑕疵所

致，后者系正当程序使然。即使认为组织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及与之相关的决议效力瑕疵制度存在

缺陷，也应视其为“商法上的漏洞”并优先通过特别法自身的完善对其加以填补，而不是向民法的

一般规定逃避。〔３４〕

（二）基于“权利保护”与“禁止权利滥用”规范的扩张

１．子路径一：“权利保护理论”＋具体权利规范

在此类案例中，法官通常会首先指出“民事主体权利受法律保护”这一基本原理，而后结合案

件的事实部分判断原告的何种权利受到侵害，最后结合实体性权利条款得出决议无效的裁判结

果。被援引的权利条款既包括一般性的民事权利条款，如《侵权责任法》第２条；〔３５〕也包括公司法

规定的股东权利条款，如原《公司法》第４条，甚至姓名权保护也在决议无效制度射程范围之

内。〔３６〕其中，原《公司法》第４条在权利类规范中被引用次数最多。

在（２０１９）苏０７２３民初６７６１号案例（以下简称“姜某某案”）中，公司在未通知原告姜某某（公司

股东）的情形下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对第三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查明决议文件中原告

签名系伪造。该案法官认为，公司未通知原告参会就径自形成决议，“剥夺了姜某某作为股东参加

股东会议的固有权利”，〔３７〕决议之形成不合法，应当确认无效。相较于法律行为路径，该案的裁判

逻辑尤为简单明了：（１）该决议具有程序瑕疵；（２）该程序瑕疵导致股东表决权受损；（３）侵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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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钱玉林教授认为：“故民法总则中有关民事法律行为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的规定，对公司决议并无补

充适用的余地。”见前注〔１０〕，钱玉林文，第５７页。

参见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的独立性初探》，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５５—

５６页。

参见钱玉林：《商法漏洞的特别法属性及其填补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１页。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３０７民初１９５３０号。

参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渝０１０５民初２７８７７号。

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苏０７２３民初６７６１号。



东表决权的决议无效。另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侵害表决权”这一概念，法官又一次成功绕开了“内

容违法”的限制，将程序性规范引入决议无效的基础规范。

此路径下，侵权事实发生之判断并非难点，关键在于该事实是否能直接导向决议无效？笔者对此

持否定态度。首先，决议无效并非法定“侵权责任”之承担方式。《民法典》第１７９条对民事／侵权

责任做了穷尽式列举，但“决议无效”并非其中之一。民法理论也仅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之一，而并非法律行为的效力性规范。决议虽然与法律行为性质不同，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立法

者打算在组织法领域改弦更张，将侵权与否作为决议效力判别之依据。其次，此类案件的事实部

分完全可以为组织法所涵盖。决议内容侵犯他人权利的，直接以该权利规范条款与原《公司法》第

２２条组合为依据判决决议无效即可，例如公司章程过度限制股权转让或规定“股东不享有知情权”

等。若如姜某某案一般，权利侵害系因决议程序瑕疵所致，可以依照违法情事之严重程度，将其纳

入决议不成立或可撤销制度之管辖。决议效力瑕疵肇始于其内容或程序瑕疵；侵权虽属违法，但

其适当的法效果为加害者的赔偿义务，而非将其作为决议效力认定依据。若不作此精细判别，对

原《公司法》第２２条的认知将一直停留在“决议合法者有效、违法者无效”的含混状态。〔３８〕

２．子路径二：违反“禁止滥用股东权利”禁令之决议无效

依据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原《公司法》第２０条共被引用６３次，引用率居公司法规范第三位，属

于决议无效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笔者认为，该条款作为“禁止滥用股东权利”的基本规定，本身就

在实务中被滥用了。

禁止滥用权利规范之适用应以“有权”为前提，“超出其权利范围的行为不属于第２０条调整的

范畴”。〔３９〕因此，滥用权利行为常常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概念方面，权利滥用与无权存在着根

本性的差异。而在笔者检索的范围内，却有法院将“无权”当作“滥权”，进而适用原《公司法》第

２０条判决决议无效。例如，有法院将不通知参会、伪造签名的程序违法情节视为滥用权利（“北空

公司案”〔４０〕）；还有法院认为擅自通过决议设定社团罚（“森茂公司案”〔４１〕）或违法解除股东资

格 〔４２〕属于滥用权利。但上举案件事实均存在一望可知的违法情节，法官完全可以当事人直接违

反的规范作为认定决议瑕疵的依据。与其说决议之瑕疵系由股东滥用其权利所致，毋宁说，这些

案件中表决权人根本不具有就相应事项做出决议的权利。将“无权”与“滥权”混淆是上述裁判文

书的通病，宜尽快拨乱反正。

当然，本文样本中也有案件之事实能反映禁止滥用权利规范之适用的应然场景，如股东会不

合理地提前出资期限（“法阿姆案”〔４３〕）、恶意增资 〔４４〕等。以上案件中，表决权主体均有权对涉案

事项进行决议，唯决议内容之正当性需要法官逐案评判。但是，即使构成权利滥用，个体行权的正

当性瑕疵能否导向决议无效这一团体法效果？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在《公司法解释（四）》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将“股东滥用权利通过决议损害公司或者

其他股东利益”列为决议无效原因之一，但又在正式文本中将该条删去。〔４５〕同时，读原《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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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公司法解释》，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６７页。

刘建功：《〈公司法〉第２０条的适用空间》，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８年第Ｚ１期，第２１页。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１民终３８２５号。

参见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云２３０１民初２０３６号。

参见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甘０６０２民初１２２２４号。

参见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苏０２８２民初１１９５８号。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内０６民终２２０７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第６条。



第２０条文本，笔者也并未发现该条款与决议效力有任何直接的关联；相反，若结合该条第２、３款对

第２０条作体系解释，“赔偿责任”似乎才是违反该条恰当的规范性后果。亦有学者指出，侵权的主

要救济措施为损害赔偿，决议无效也不在非金钱救济措施之列。〔４６〕以上观点均对其作为决议无

效基础提出了挑战。笔者也认为，该条款的规制对象为股东行为，规范后果应为滥权股东之赔偿

责任，不宜直接作为决议无效之规范基础。

实际上，上述案件中被滥用的并非“股东权利”，而系“公司（机关）权力”。股东权利发生作用的

场合在决议形成阶段，其通过行使表决权表达其对待决议案的态度，后经民事议事机制，个体意思

表示被化合为公司意思并赋予公司执行已通过议案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指公司机关通过正当程

序形成决议，从而约束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全部公司成员的作用力。股东滥用权利制度重在前端，

它考察的是股东是否以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行使其表决权而使待决议案被通过或否决；而公

司滥用权力制度重在后端，考察重心在于已通过决议对相应主体产生的约束力是否为不当。因

此，决议之通过与否，均可能导致表决权主体承担滥用权利的责任；〔４７〕但公司滥用权力必须以决

议已通过为前提。前述案件中的“提前出资期限”“增资”等均为公司治理或商业运营中的事项，属

于公司机关的权力，而非股东权利（资本收益、参与决策）所能概括。决议之所以存在效力瑕疵，也

是因为公司机关滥用了这些权力从而使其成员受到不恰当的约束。只要这些议案被通过即属违

法，股东表决权系“滥用”还是“正当行使”并无关宏旨。

（三）基于程序性规范的扩张

如前所述，程序瑕疵在决议无效事由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不通知开会”或“伪造

签名”（或二者之组合）系无效决议最常见的基础事实。同时，作为程序性规范，原《公司法》第４３、

４１条引用次数也分别位居公司法规范的第一、二位。不过碍于原《公司法》第２２条对决议无效事

由的明文限制，程序规范更多以与其他规范混搭的方式出现。具体路径及表现如下：

第一，法律行为规范与程序性规范联合适用。此类案件中，法官通常认定程序瑕疵（如不通知

参会）导致表决主体无法行使其表决权，因此其意思表示不真实，并适用意思表示相关规范判决决

议无效。该路径主要针对不通知参会等影响当事人到会表决的程序瑕疵，如王某案。第二，侵权

路径，即认定程序瑕疵侵犯了股东表决权，进而以程序性规定和“禁止侵犯权利”之一般表述为据

判决决议无效，如姜某某案。第三，“禁止滥用权利”路径。其具体表现为将程序瑕疵认定为滥用

权利，从而适用原《公司法》第２０条判决决议无效，如北空公司案。第四，法官造法。法官先以程

序要件为决议的“有效要件”，再结合程序性规范判决欠缺程序要件的决议无效，如赤壁陆水河航

电开发有限公司案。此外，如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示，不精细的裁判说理也可能导致程序规范在

不加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成为决议无效的规范基础。

（四）基于职权性规范的扩张

原《公司法》第３７、４６条系关于股东会、董事会职权之规定，超越职权范围做出决议的通常会

被认定为无效，且理论与实务均有持此认识者。〔４８〕但是，公司法采纳的程序瑕疵与内容瑕疵二分

法似乎很难包容此种情形。越权并不等于“内容违法”。内容违法意味着任何主体就该项内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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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３８〕，叶林文，第６８页。

例如在章程规定决议事项“一致决”情形下，少数股东滥用其一票否决权使决议无法通过，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

理论观点参见石纪虎：《股东大会内容瑕疵的法理分析———兼论股东大会提案审查的重要性》，载《西南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３１页。实务观点参见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云

０３２８民初１５７３号。



出决议均属违法；而越权仅意味着特定决议主体无权就特定事项做出决议，该事项本身并非违法。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越权决议并不在原《公司法》第２２条第１款的涵摄范围之内。

（２０２１）浙０６２４民初９３号案例（“陈某某案”）代表了职权类规范在决议效力纠纷中适用的典型

样态。该案中，被告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决议，将公司因拆迁所得之１６６万元款项作为公司利润分

配。但法官认为审议和批准利润分配方案系原《公司法》第３７条规定的股东会法定职权，因此董

事会决议无效。〔４９〕但如上所述，利润分配作为决议的内容本身并不违法，仅是该案中做出利润分

配决议之公司机关不适格而已。

四、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问题溯源

（一）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之实务根源

综合观察前文中的决议无效基础的扩大化现象，部分问题可以归咎为实务本身未精准把握法

律条文的含义或其适用方法。具体而言，基于意思表示规范的扩张、基于权利保护规范的扩张和

基于程序性规范的扩张均是由于法官未严守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所导致的。若法官从组

织法的视角出发审视案件事实，前举大多数案例均可以在组织法内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民商二元且合一的体系下，仅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一般法可资适用：（１）特别法未对特定

事项加以规定；（２）该事项不属于特别法的应然规制范围。〔５０〕但是，以上条件的满足显然须以精

细的说理作为正当化基础。而如前举部分案例一般轻率地突破此界限，则属于对裁判权的滥用。

法律论证理论在职业团体中的普及，任重而道远。不过，该问题牵涉司法体制改革、法学教育之精

进等宏大主题，且本文更侧重于从实体法制度一侧发掘并尝试解决问题，因此止于对问题的揭示，

后文不再对此做更加深入的剖析。

（二）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之制度根源

制度性根源是指由于我国现行决议无效制度本身的要素缺失，而导致法官不得不突破“内容

违法”的解释学限制另寻决议无效之规范基础，或无法从现有规范要件中逻辑地推导出应然的裁

判结果。这样的情形主要反映在基于职权性规范的扩张和基于股东权利滥用之禁止规范的扩张

两个路径中。

首先，公司法所遵循的“内容与程序二分”逻辑无法涵盖越权决议的场景。前举陈某某案即为

示例。此类案件中，内容违法仅仅是决议主体（机关）不适格的衍生性特征。决议主体瑕疵实际上

比决议内容更为根本且更具有解释力。〔５１〕因此，有学者主张逾越权限可以涵盖内容违法，但内容

违法却不足以涵盖所有逾权决议。〔５２〕二分法的不周延性本质上是其忽视主体而对决议内容进行

片面评价所导致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忽略主体的单纯内容违法是不存在的，内容违法与否

实际要视法律与章程赋予相关主体的权限而定。若将主体纳入考虑范围，即使对于人的生命这样

的根本利益也并非完全不能处分，只是该处分行为必须在满足刑法之实体规范要件时，由特定主

体（法院）经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做出。以人的性命为例虽显极端，却恰当地说明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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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浙０６２４民初９３号。

见前注〔３４〕，钱玉林文，第１０１页。

严格意义上讲，决议主体应为公司。但从公司内部权力划分角度看，具体的决议均由各公司机关做出。

为表达便宜，后文统一使用“主体”来指称具体做出决议的公司机关。

参见周淳：《组织法视阈中的公司决议及其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４５页。



与内容的天然咬合结构。

其次，“权力”概念在我国公司法中的阐发不足导致“滥用权力”概念也一同付之阙如。实务中

“禁止滥用权力”规范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滥用股东权利”规范替代了。滥用权力概念之

缺失可能导致司法裁判因缺乏充足的规范供给而陷入困境。以法阿姆案为例，其中涉及“提前出

资期限”之决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而原《公司法》并没有明确公司可以在何种情形下要求股东提前

出资。法官迫于实质正义的压力，创造性地提出了“合理性与紧迫性”作为提前出资期限的要

件。〔５３〕但这种做法很难在解释论上寻得依据。若我国公司法能够引入“滥用公司权力”这一概

念，则可以为此类法律漏洞的填补提供一般性依据。对“禁止滥用权利”条款本身的滥用宜尽早借

助立法消除。

五、决议无效制度认识论框架之革新

（一）决议瑕疵制度中心再校准

组织法以权力为核心。不同公司机关权力的产生与行使是公司运作的基本话语体系。权力

运用与公司治理的高度耦合关系也得到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肯定。〔５４〕在法学领域，有

学者提出“股份公司的发展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公司治理理念不断调整，公司权力配置不断

优化的过程”。〔５５〕作为组织法，公司法制度正是围绕公司内部权力的生成、分配、正当行使与恰当

限制而展开的。其中，公司决议对应的是公司权力生成之正当性问题。

在公司决议语境下，表决权主体之权利与公司机关权力是两个紧密相关却又彼此区别的范

畴。以股东会决议为例，在个体层面，股东享有作为权利的表决权，但其本身仅表彰一种抽象的、

参与公司决策的能力，并不与决议的具体内容挂钩。当公司欲就特定事项行事之时，首先需要就

该事项形成会议提案，之后按照特定程序召集会议，从而构建股东就该事项行使议事、表决等权利

之场所；而后再按照规定的表决方式与表决程序表决并最终形成作为“公司意思”的决议。该过程

不仅是“表决行为的‘化合’过程”，〔５６〕更是一个（表决）权利“转换”为公司权力的过程。（肯定

性）决议一经形成，即意味着特定公司机关被授予了按照决议内容行事之权力，表决权利的使命也

就此终结。

图１　个体权利向组织权力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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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４３〕。

参见何自力：《论公司权力结构与公司治理》，载《经济学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６９页；刘星、代彬、郝颖：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载《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

２页。

汪青松、赵万一：《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以股东“同质化”假定到“异质化”现实的演

进为视角》，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３２页。

见前注〔５２〕，周淳文，第１４１页。



权力内置了主体、内容、程序三个要素：

首先，决议主体与其能够做出决议内容的范围系一体两面。主体潜在地限制着该主体能就何

内容做出决议。二者不应拆分，也断不可单独评价，否则就会陷入如陈某某案一般名不符实的尴

尬处境。应当认识到，传统对决议无效事由认知中的“内容违法”实际上是“权力违法”或者“越

权”。脱离主体考量的内容违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主体与内容共同决定着决议的内部正当性。

其次，决议程序是权力产生的要素，是决议内容约束力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依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之见，社会基本制度之所以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是因为正义原则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

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平等的最初状态中接受的”。〔５７〕因此，罗氏以“社会契

约”作为分析工具并抽取其中“同意”之要素来保证其正义原则的可接受性与约束力。〔５８〕但与一

般契约不同，包括商业公司在内的大部分组织遵“多数决”而非“一致决”之方式进行行为决策，〔５９〕

“同意”并不适宜作为对投反对票的组织成员约束力的正当性基础。故罗尔斯将组织中多数意见

约束力之正当性归结为正当程序。只要其系依正当程序做出且内容合法即对少数成员具有约束

力，不问其对决议内容同意与否。“决议须基于适法之程序而形成时，始能发生公司意思决定之效

力。”〔６０〕这正是对程序之于决议之重要性最简洁且正确的表达。

主体、内容与程序三者共同组成了适法的、可执行的决议之构成要件，如图２。相反，三者中任

一或者全部要素的缺失均会导致相应公司机关权力瑕疵，并进一步导致决议瑕疵。公司决议效力

瑕疵在认识论方面的本源在于做出该决议之决议机关的权力瑕疵。

图２　权力与决议瑕疵

（二）权力瑕疵视角下的决议无效

依上节所述，决议瑕疵的根本性原因是决议机关的权力瑕疵。决议无效是决议瑕疵中最严重

的一种，只有在绝对越权之时，司法机关才能判决决议无效。决议机关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主体、

内容、程序三大要素，因此，在越权类型的判别中，要将以上要素均等地纳入考量范围，不可偏废。

依笔者之见，至少在以下场景做出决议属于绝对越权：

１．当然无权力

当然无权力是指超越公司能力做出决议，此系狭义的越权原则之内核。〔６１〕此情形属当然的、

固有的越权。决议是公司行为，公司内部机关的决议权范围断然不可能逾越公司能力的界限。不

管公司法有无专门规定或将其与决议效力相关联，公司就相应事项做出的决议均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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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页。

同上注，第１２—１４页。

参见陈醇：《商法原理重述》，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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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分公共利益之决议属于绝对越权。曾经轰动一时的“慧球科技１００１项议案”即属于

此种情形。〔６２〕

第二，公司及其机关擅自处分他人合法权利（如股权）或利益属于绝对越权。依笔者观察，公

司在未通知股东参会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处分其股权的案件数量很多，且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如认定该股权转让不符合该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６３〕或认定决议侵犯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而无效。〔６４〕还有学者主张该种情形应适用民法中有关无权处分的规定，在股东未做事后追认的

情形下将相关决议认定为无效。〔６５〕但笔者认为，公司及公司机关并不具备随意处分他人财产权

的权力，且公司决议也非适格的“股权处分行为”。前者系“财产基于同意而转让”原理在股权保护

方面的具体体现；〔６６〕后者则与决议本身的功能有关。与交付行为之于动产转让不同，《公司法》并

不以公司决议作为股权处分行为之要件。即使对于适法的股权转让行为，决议也不具有直接的处

分效力。只有在该决议被执行（如依照该决议内容办理股权过户）时，方才产生具有“股权处分”表

征之行为。在决议被执行前称该决议为无权处分显然师出无名。此外，在森茂公司案中，森茂公

司以其前任董事长在任期间的不当行为为由，擅自通过决议对其设定社团罚，也属于此种情形。

该案法官正确地认识到，公司董事是否违反信义义务及公司能够主张的赔偿额须由司法机关认

定，公司无权直接对其成员处以罚金。〔６７〕遗憾的是，该法院未能坚持“越权”的认定逻辑，而是诉

诸原《公司法》第２０条作为裁判依据。

第三，剥夺股东的固有权利属于绝对越权。对此，学界已有许多有价值的讨论。如有学者认为章

程或决议不得剥夺股东之知情权，〔６８〕且此结论也有相关研究成果支持。〔６９〕股权之自由转让亦在

此列。通常认为即使公司通过２／３多数修改章程，决议也不得产生彻底禁止股权转让之效果。〔７０〕

不过，相比于前两种，对此种绝对越权的清晰界定显然难度更大。一则，“剥夺”与否并非纯粹的事实

判断，其间难免混入法官的价值判断色彩。且法律虽禁止剥夺上述权利，但却大多允许对其做“合理

限制”，二者之间的界限也不甚明确，从而进一步增加对“剥夺”之判定的复杂性。二则，“固有权利”之

范围也充满争议。除上举股权转让权、知情权之外，实务中有以侵害新股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为

由判决决议无效的案例，〔７１〕甚至还有法院认为公司未通知参会也属对股东固有权利的侵害。〔７２〕

可见，股东固有权利的界线还有待进一步阐发。因此，此类越权虽在理念上得以证立，实务中对其

判断却容易在“剥夺与合理限制”“固有与非固有”的模糊界线中失焦或与其他瑕疵类型发生混淆。

２．强行法定无权力

超越强行法之法定权限做出决议属于绝对越权，相关决议无效。此与第１点的不同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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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关于对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２０１７〕１号）。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云０１０３民初８４８９号。

参见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川１３２２民初６９号。

参见王雷：《民商法学视野中的决议行为》，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２４３页。

参见朱庆育：《物权行为的规范结构与我国之所有权变动》，载《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６３页。

见前注〔４１〕。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６５页。

参见李建伟：《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９９页。

参见钱玉林：《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的效力》，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前者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粤１８民终４６３号；后者参见山东省荣成市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鲁１０８２民初４８６２号。

见前注〔３７〕。



情形中决议事项并未超越公司能力的抽象限定，但决议具体内容超越了强行法对该主体的授权与

限权。传统有关公司法“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讨论也多集中于此。对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稍做

筛选整理，笔者认为，法律中的强制性公司机关权力配置条款如下：

第一，公司内部权力分配规范。一般认为我国在公司机关权力划分方面采“职权法定主义”，

股东会和董事会各自肩负法定权力，且公司机关之间不得相互让渡权力。〔７３〕董事会就股东会法

定专属权限内事项做出的决议不能成为公司意思。〔７４〕前述以陈某某案为代表的“基于职权性规

范的扩张”路径中的案件也大都肯定此立场。《公司法》第５９、６７条等职权规范属于典型的效力性

权力分配条款。除此集中规定外，《公司法》中也有一些散见的权力分配条款，如《公司法》第１５条

规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决定权专属于董事会或股东会、原《公司法》第１４８条第４项规定关联交易

须符合章程规定或由股东（大）会决定批准等。〔７５〕唯《公司法》第５９、６７条均认可公司股东会及董

事会可能还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使得该条在整体上呈现“半强制性”的特征。但《公司

法》已经明确列举的部分，应以之为强制性规范。

第二，资本性交易规制规范。资本性交易是指股东基于出资人身份或股权属性而与公司进行

的交易，包括出资、利润分配、股权回购等。〔７６〕此类规范直接关涉公司法的资本管制，多为强制性

规范。股东按时足额缴纳出资（《公司法》第４７条）、实物出资应公允定价（《公司法》第４８条）、禁止

抽逃出资（《公司法》第５３条）、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时折合股本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公

司法》第１０８条）、“无盈不分”（《公司法》第２１０条）、股份回购须有法定事由（《公司法》第１６２条）、

股份发行溢价应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法》第２１３条）等都可归入此框架。因此，即使资金的融通筹

措在特定公司机关决议权限范围内，但其决议内容经实施后的效果不得与上述条文意旨相悖，否

则决议无效。

第三，信义义务规范。著名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揭示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现代公

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７７〕并对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范式产生重大影响。为应对两

权分离之滥觞及其所产生的高昂代理成本，法学发展出信义义务的公司法构建以约束作为“代理

人”的董事与高管。尽管存有争议，〔７８〕但“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为信义义务的构成要素，当无

疑义。〔７９〕《公司法》亦增订专门条款对其加以规定。〔８０〕学者一般认为，此类规范属于强制性规

范，不得通过自治的方式被免除。〔８１〕不过，笔者认为此类规范的“效力性”仅体现在公司通过决议

直接免除董事信义义务的情形，其应与董事本身在做出决议时违背其信义义务的情形相区分。出

于安定性考量，如不与其他决议无效事由交叉出现，后者的适格规范性后果为董事的赔偿义务，而

非相关决议效力瑕疵。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部分法院以董事违反信义义务为由直接判决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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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梁上上：《公司权力的归属》，载《政法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６９页。

见前注〔５２〕，周淳文，第１５３页。

参见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渝０１０１民初７７９４号。

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２００页。

ＳｅｅＡｄｏｌｆＡ．Ｂｅｒｌｅ＆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Ｃ．Ｍｅａｎｓ，犜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犻狏犪狋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２，ｐ．７０．

争议主要集中于信义义务的“二分法”与“三分法”之间。参见施天涛：《善意义务是否需要作为受信义

务的第三维构成？》，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２９—３３页。

参见徐化耿：《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法上的展开》，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５７６页。

参见《公司法》第１８０条。

ＳｅｅＪｅｆｆｅｒｙＮ．Ｇｏｒｄｏｎ，犜犺犲犕犪狀犱犪狋狅狉狔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犪狑，８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５９７（１９８９）．



决议无效的案例，应予纠正。〔８２〕

第四，任职资格与机关组成类规范。此类规范主要反映了立法者对于公司内部担任特定职务

人员之身份的要求。《公司法》第１０、１２１、１７８条和《公务员法》第５９条第１６项等均属此类。违背

此类规范任命相关人员及公司机关的决议无效。出于各种利益考量（如公司机构职能的独立性或

公权力的不可交易性），公司自治在人事任免方面受到了较多的限制。

以上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设置既反映出立法者对于决策权在公司内部划分的态度，也表达

了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基本哲学。对其加以识别的过程不仅需要理解公司法之文义，还

要结合相关条款之立法目的。上述归纳结果虽然未必正确全面，但相比于抽象的理论演绎，它为

理论与实务提供了具体的指引或反思的参照物。这也符合笔者选择归纳方法的初衷。同时，上述

公司法对权力的分配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与“公司法的适应性品格”相关，其要求公司法对

“技术和市场保持敏感，对于多元利益主体格局之变迁作出明智的调试”。〔８３〕决议无效事由随时

有可能依立法者所做的利益衡量和权力配置的改变而变化，切不可对其做过于僵化的把握。

３．权力行使方式的重大瑕疵

正当程序是个体表决权向公司机关权力、表决权人意思向公司意思转化的重要枢纽，是决议

约束力的来源之一，也是决议机关行使其权力的方式。决议程序的缺失可能导致该机关之权力无

法正当化地生成。基于决议无效后果的严重性，笔者仅以“严重程序瑕疵”作为决议无效之事由，

其余均为可撤销。

在现行三分法格局下，严重程序瑕疵会导致决议不成立，而非无效。除了主张事由不同，二者

在规范性后果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差异。在实体法层面，《公司法》第２８条并未对决议不成立设

置任何区别于决议无效的特别法律后果，如为决议不成立设置特别的除斥期间。在程序法层面，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决议不成立做任何特别安排，两类纠纷均被登记在“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

由之下。严重程序瑕疵作为公司机关权力行使方式的重大瑕疵，与“当然无权力”和“强行法定无

权力”在认识论方面具有同根同源的特征。若未来不在法效果方面做差异化安排，仅为满足“内容

与程序二分”之逻辑需要而在制度上区分决议无效和不成立，并无必要。

此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决议的“基本程序要件”。在本轮修法中，《公司法》第２７条几乎

完全照搬了《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却唯独删掉了兜底条款，即“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但是，理论与实务对决议成立要件的认知尚不存在共识。〔８４〕且决议涉及的程序极其复杂，包含召

集、通知、开会、表决、记录等多个程序环节，每个环节又可能下设几个子环节。各个环节的疏漏都

有可能影响到表决权的行使与决议功能之落实。因此，决议基本程序要件之判断需要结合案件事

实进行个案分析，即涉案的程序瑕疵是否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其可以被视为公司从未就相关事项

做出决议。究竟以哪些为基本程序要件，更多在于司法实践之经验，而非概念与逻辑推演。〔８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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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参见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豫１００３民初１６０号。

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

８４页。

如王雷认为，未达会议定足数、未达法定通过比例、召集权瑕疵、虚构会议等为决议不成立之事由。见前

注〔６５〕，王雷书，第１９６—１９７页。李建伟认为决议成立要件为“股东大会的外观存在”“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和“决

议在形式上满足多数决”。参见李建伟：《论公司决议可撤销的适用事由》，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第

４２—４３页。

参见甘培忠、赵文冰：《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一些思考———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５２页。



非《公司法》的起草者有信心表明其列举已经可以涵盖全部严重程序瑕疵，否则，贸然删除兜底条

款之举动实为不妥。

六、结　　语

结合本文提出的认识论框架，笔者斗胆为我国公司决议瑕疵制度之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１）在理念方面，修正长久以来的内容与程序“二分论”，加入“主体”这一要素，并将主体、内容

与程序统辖于公司（机关）权力概念之下。明确决议无效之事由系决议机关绝对越权，而非“内容

违法”；

（２）体系安排方面，或如《公司法》一般将决议瑕疵制度置于总论部分；为了彰显决议效力瑕疵

与决议机关权力之关联，也可将其置于公司机关的职权条款部分。具体而言，可设专款明确“（公

司机关）不得违背本法或其他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权力作出决议，否则，该决议为无效”；

（３）若未来立法者不对无效与不成立之法律后果做差异化处理，不妨将现有的决议不成立并

入决议无效制度，以“基本程序要件缺失”为决议无效事由。在基本程序要件的认定上，应延续《公

司法解释（四）》之开放立场，采“一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保留兜底条款。但原告早已知晓基本程

序要件之缺失而未采取任何救济措施，后又以该情事之存在为由主张决议无效的，法官应酌情适

用“禁反言”或“禁止权利滥用”驳回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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